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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术治理结构变革的核心在于厘清集聚高

深专业权威的学术共同体同日益职业化的行政科层

组织间的权力关系及其制度设计与运行。如何实现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同向共振”而不至于滑向权

力的“钟摆”模式，是大学学术治理结构优化的主要

目标。组织结构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促进劳动分

工、建立沟通通道、形成科层权威与正式规则，其中

心理论假设：结构框架反映理性信念，恰当的权力和

责任规制使松散的个体静止状态最小化并且使工作

绩效最大化，正式角色、关系的结构规定有利于缩小

交流、流动和权力配置，提高组织整体绩效能力，[1]实

现效率、有效性、回应性价值。因此，结构理论导向

下的大学学术治理认为调整或变革学术治理结构能

够提高治理有效性与效率，提升大学回应社会经济

发展需求的速度、能力与质量；聚焦于多元环境对大

学学术治理的需求同大学学术治理能力不足，学术

治理结构同有效性、效率和回应性价值实现之间的

复杂关系。

传统欧洲大陆大学治理主要可分为洪堡模式

(如德国、挪威、芬兰)、拿破仑模式 (如法国、意大

利)。 [2]在面向知识产业现代化进程中，欧盟委员会

已意识到大学对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性。为

了实现最具竞争力与活力的知识经济建设战略目

标，以新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新公共

服务改革因全球化在欧洲迅速扩散，同为公共组织

的大学也不再是例外而不得不承担更多的社会服务

责任与压力，大学或主动或被动引入市场化或准市

场化发展政策。如同钟摆一般，欧洲大学学术治理

的根本任务在于平衡学术自主、学术自由与高等教

育公共目标实现的张力。基于自由探索、学术自主

和自我规制价值的由学术共同体主导的洪堡模式逐

渐转向管理主义教育，[3]展现出市场驱动的逻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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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协调大学学术自主与大学公共责任实现的根本性

冲突与矛盾：学术治理日趋明显的企业化和资本化，

决策结构日趋模仿营利性企业管理组织集权化的权

力结构。然而，传统的学术共同治理过于神秘，并不

能有效回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和需求，[4]为了

更为灵活、有效地回应多元环境的复杂需求，大学优

化学术治理技术、治理工具与治理结构提升治理效

率、有效性和合法性。为此，本研究以组织新制度主

义为理论基础，围绕大学学术治理结构的基本样态

是什么，欧洲大学学术治理结构变革的环境动力有

哪些、怎样变革以及为什么变革的核心内容展开。

在比较同僚管治与科层调控两种基本结构样态差异

的基础上，从宏观国际、中观政策、微观组织三个层

面梳理欧洲大学学术治理变革环境的新趋向并呈现

欧洲大学学术治理结构的主要变革，进而推论欧洲

大学学术治理结构的变革逻辑。

一、大学学术治理的基本结构样态

学术治理结构是优化大学治理结构、提升大学

治理效率与有效性的应有之义。结构理论导向下的

学术治理内嵌着同僚管治与科层管控两大基本结构

样态，主要围绕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二元关系，探究

“谁来决策”及相应结构设计与制度安排等问题。实

质在于平衡学术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价值冲突并提升

学术治理效率、有效性、治理质量和治理能力。

(一)行政科层与专业科层

大学内部的科层制(bureaucracy)结构形态主要

分为以传统正式组织的行政科层制 (administration
bureaucracy)和学术同僚组成的专业科层制(profes⁃
sional bureaucracy)(参见表1)。

几乎所有的大学至少内嵌着行政科层与专业科

层两条主线，两者的冲突表现在集权与分权、控制与

自主，而过于突出某一单一整合的决策结构也就失

去组织意义。[5]传统行政科层倾向于组织正式化和

标准化，强调正式的沟通通道、权责关系明确与组织

集权等。专业科层强调在决策下移、权力分散和民

主参与的条件下，作出同样有效的回应。专业科层

不同于以集权和监督为主的行政科层之处：权力分

散于大学基层院系教职，专业科层的合法性源于学

科分权的院系内，[6]相应权威呈现分权和权力碎片化

色彩。因此，大学内部行政科层和专业科层的组织

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组织科层侧重正式的组织命

令链、角色差异、标准化与系统化进程，专业科层则

注重非正式决策、共识建构、同行共同体、人际互动。

行政科层制为纵向分权，“自上而下”形成正式

的权力链；专业科层突出横向分权，强调权力在纵向

正式权力链之外的非正式性流动。[7]专业科层结构

表现为横向发展、水平结构，学术管理者拥有源自专

业学术技能的专业权威，[8]决策模式遵从同僚管治模

式，强调学术决策地位、作用和权力平等。为此，如

何调整紧密耦合结构和松散耦合结构的张力成为大

学学术治理的主要逻辑。一方面，行政科层制主导

的治理结构侧重于纵向协调，通过“自上而下”的权

力、规则、政策、计划和财政预算等工具，控制并协调

大学日常运行，而纵向治理结构命令链条通过行政

科层权力获得决策合法性。[9]另一方面，专业科层制

作用机制主要通过专业化使组织内部的角色、职能

定位差异化，与之对应的结构协调通过对同一层次

的诸多职能机构或组织的互动，包括行政组织与学

术治理组织的互动。因此，围绕行政与学术二元权

力结构，形成以学术自主、学术自由为核心价值的同

僚管治模式(collegial governance mode)和以效率、有

效性为核心价值的行政科层调控模式(bureaucratic

资料来源：Manning, K.. Organizational Theory in Higher Education[M]. NY: Routledge, 2018: 8-9.

表1 行政科层与专业科层两种模式的主要差异

模式

行政科层

专业科层

学科基础

现代性

社会学

决策模式

理性决策

参与决策

行动产生

技术、标准

运行程序

共识与讨论

意义来源

客观规则

学术规律

组织载体

军队、政府

学术评议会

权力来源

合法性

专家、专业

权力结构

科层、

金字塔

环形分散

领导

自上而下

平等

沟通

正式

非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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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为主导的学术治理结构的基本样态①。

(二)同僚管治(collegial governance)
社会学领域的同僚管治源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只是马克斯·韦伯对同僚管治、科层制、社会

群体、合法体系发展等诸多理论并未作出过多的回

应与解释，部分当代社会研究也就忽视了对专业群

体的分析基础。现代政治社会中，围绕专业化进程

和科层化进程的争论，马克斯·韦伯在其经典著作

《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中阐释了科层

制、科层化的“理性铁笼”并预言：在特定政治领域

中，面对不断发展的、快速决策和有效管理的科层化

趋势，传统同僚管治在溃退。 [10]韦伯认为同僚管治

具有分散、非系统性、重复和冲突的劣势，在需要快

速决策与行动的情境中，同僚管治几乎成为准确、清

晰、快速决策的障碍，其重要性下降。然而，马克斯·

韦伯并非否认同僚管治，而是认为任何类型的权威

可能都会被同僚管治原则削去独裁的特征；相对于

传统行政科层制，同僚管治有利于维护行政管理决

策权威的完整性，而这比准确、快速更重要，因而同

僚管治值得依靠。[11]

相对于政治语境下的同僚管治，以同僚管治为

基础的社会组织广泛传播，帕森斯和普拉特(Parsons
& Platt)、苏里(Sciulli)等指出同僚管治并不仅仅局限

于政治语境中。大学、公私研究中心、专业协会、法

院、立法机构、公共委员会等组织均不同程度地体现

同僚管治的完整性。[12]帕森斯的“理性—合法权威”

指出，单一的技能胜任力也能成为权威来源，专业技

术形成的权威源于非科层制行政管理，因而专业技

能权威可以成为同僚管治权威的重要基础。在大学

学术治理的场域中，历经数个世纪的同僚管治一直

被视为大学治理的基石和确保学术组织有效运行的

主要模式。同僚管治，即：专业学者或其代表以共识

性决策过程实现重要决策，同僚管治协商过程难以

避免耗时且决策过程缓慢的特点。[13]同僚管治的主

要理念、价值、传统基于不同学科领域专业学者的专

业学术权威和影响力，学者之间以集体形式平等参

与、合作、协商、讨论并达成共识，学术决策中的冲突

也可通过共识基础上的讨论解决。基于专业学术权

威基础之上的共识与民主是同僚管治模式的内在特

质，但难以迅速对学术治理的复杂环境作出积极而

有效的决策或回应。

(三)科层调控(bureaucratic control)
组织结构形态层面，传统的行政科层调控结构

表现为金字塔型，垂直分布、职位层次明确，行政管

理者拥有由正式组织赋予的理性合法权威。因职位

与所处行政层次不同，不同层级的行政管理者相应

的决策输入、决策影响的地位、作用、权力也不同。

尽管从公共行政组织到大学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

的行政管控与被管控关系，大学行政决策模式遵从

“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但大学内部的学术决策依

旧是“同僚管治”占据主导地位，在学术事务或部分

混合性事务层面，专业教职构成的学术治理组织发

挥实质性决策作用。在组织调控机制层面，基于程

序正义以及正式组织的合法性权力，政府干预主要

通过政策实施、项目调整、规制与程序控制、参与监

督等途径，稳定的财政资助成为支撑大学发展的主

要来源。

随着“府学”关系的转变以及政府财政资助缩

减，大学内外学术治理环境转变，传统科层调控模式

也转向注重有效组织与管理的新管理模式，公共行

政与大学内部的行政科层间接调控大学学术决策的

工具与技术更为“隐蔽”与多样。为更为有效地应对

外部环境压力、更好地获取资源并降低大学运营成

本，大学内部相应校、院、系各个层级形成了不同于

传统行政科层制的新科层制。新科层制基于变革导

向而不以规则实施或政府强制为主，传统科层制多

为了防止出错而新科层制则更多突出动机激发。[14]

为实现快速有效的学术治理目标，通过“培植”大学

内部专业的行政管理组织及其行动者个体权力，高

级行政管理者的作用增强，变相地实现行政向上集

权的目标。而更为深层的管理科层作用变化体现在

大学内部管理职业化的兴起与扩散：以功能主义为

导向，组织职业化要求个体职业化发展，增强有效性

与管理技术提升个体竞争力。[15]

二、欧洲大学学术治理环境新趋向

“无视环境变化的组织会毁灭。就像恐龙一样，

它们冒险成为侏罗纪公园文化的展品：充满着乐趣

与好奇，但却是早已成为过去且毫不相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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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16]大学学术治理亦

是如此。自觉、理性、有效地应对多重环境压力与期

待是欧洲大学学术治理变革面对的新的共性挑战，

大学学术治理内嵌于宏观国际、中观政策与微观组

织三重环境中，反映了欧洲大学学术治理变革环境

的新趋向与新要求。

(一)宏观国际：全球知识经济的竞争

全球化(globalization)，即全球范围内日益扩大、

加深与加速的内部联系。[17]在高等教育全球化推动

下，全球诸多国家公共部门改革凝练的内在理念和

实践经验席卷全球，大学也不例外。随着知识经济

与学术竞争全球化趋势强化，自20世纪90年代起高

等教育国际化逐步取代了“国际教育”和“国际合作”

概念，大学在新经济发展的人才培育、高科技创新竞

争、全球综合国力提升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

高等教育全球化成为参与全球知识经济竞争、提升

综合国力的重要战略，高等教育全球化成为高等教

育史上面对的最根本挑战。[18]全球化趋向下的大学

发展目标同市场联系日益紧密，[19]广义上的全球化

意指直接影响高等教育经济、技术和科学发展却又

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趋势。[20]新自由主义(Neo⁃
liberalism)是全球化的重要维度，同全球化密切联系，

强调市场自由竞争意识和政策模型，通过全球化媒

介全球经济关系得以建构。[21]新自由主义价值与理

念通过全球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运
动和管理主义(managerilism)实践途径传递。[22]在新

公共管理改革聚焦市场、竞争、私有化以及服务供给

与顾客导向，强调公共问责、效率与有效性价值的整

体趋向下，[23]欧洲大学同样面对参与全球知识经济

竞争，强化大学全球竞争力的整体挑战。在政府财

政资助缩减、高等教育入学规模扩大以及政府、社会

质疑大学运转效率、有效性的多重压力下，大学承担

的公共责任扩大。大学也不再被视为独立于社会经

济发展之外的“象牙塔”而是趋向于正式化、一般化，

曾置于“象牙塔”内的大学逐步由全球知识经济竞争

的“边缘”走向“核心”。

(二)中观政策：高等教育“类市场化”

在全球知识经济竞争政策驱动下，欧洲高等教

育发展由政府管控转向“类市场化”驱动，缩减高等

教育公共财政支出并改变了无条件性财政资助政

策，以满足复杂的社会经济需求与期待。在新公共

管理导向下的大学学术治理“趋同”性政策环境作用

下，大学内部对绩效评估的定义、测量和管理均体现

新公共管理的符号和作用。[24]其一，强化大学教学、

学术研究的有效理念。[25]大学必须在开放的市场竞

争中证明其有用性，学术治理遵从资源调配、资源使

用、资源产出的有效性价值。然而，不同层次的大

学、学科在研究和教学水平、质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相应绩效评估结果存在明显差距，高校与高校、大学

内部各学院、学院内部学科之间获取资源的竞争力

差距逐步扩大，加剧了“分层、分化”现象。 [26]其二，

弱化政府对大学的直接管控，突出市场作用机制。

市场导向改革盛行，突出市场或半市场竞争机制和

市场驱动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全球高等教育

市场化运行模式得以强化。但有学者指出，追求经

济收益成为高等教育发展首要目标，阻碍了高等教

育最初教育目的，某种程度上也弱化了大学自主权

和学术自由。 [27]其三，强调权力“解制”与问责“控

制”的混合作用机制，即：政府向大学放权的同时强

化绩效问责，“解制”与“问责”混合政策呈现出整合、

正式化和标准化导向。为提升高等教育供给有效性

和效率，政府由“大政府、小个体”转向“小政府、大个

体”运转模式。[28]一方面，通过解制、放权，政府不再

直接管控大学，降低大学行政隶属组织属性并扩大

大学“程序性”自主权。另一方面，政府借助市场竞

争、激励、绩效评估机制，注重教育结果、绩效指标、

基本标准、绩效资助战略、学生学习问责。[29]以条件

性财政资助政策迫使或诱惑大学将学术自由、学术

自主同财政资助“交易”，“远程调控”大学的决策导

向与决策偏好，弱化大学“实质性”自主权。

(三)微观组织：学术绩效与质量评估

在全球宏观知识经济竞争和政府“类市场化”政

策的共同作用下，大学组织内部强化了学术绩效评

估与质量保障，学术质量保障和产出监控与评估、问

责、审计机制在全球高校日趋盛行。 [30]欧洲大学同

样引入了学术绩效与质量评估体系，在理性工具主

义价值导向下，通过显性的学术绩效评估标准，监控

大学学术产出、学术成就、目标达成情况，形成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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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主义结构并确保学术治理效率、有效性的程

序。一方面，大学内部行政领导权力呈向上集中和

扩大趋向。[31]受企业战略、集权管理、质量保障和绩

效评估战略影响，为更好、更快地回应外部治理的复

杂环境与需求，大学推行目标实现、绩效指标、契约

合同和产出监控等，使得高级行政管理者集聚更多

行政权力，[32]而学术治理组织的决策范围与实际影

响力缩小，大学内部行政集权倾向扩大。另一方面，

管理主义导向下的高校学术治理改革对大学学术自

主、学术自由传统的干预增多。在传统以学术自主、

学术自由、学术民主为价值主导的同僚管治模式下，

大学学术成就、学术产出、学术创新与学术贡献评价

主要通过专业学者的内部学术评价与学术认可，外

部的学术评价标准与要求并未过多介入大学。将管

理主义和私有部门的实践引入大学学术治理，损害

了大学学术自由，[33]以“数量化”“标准化”为主导的

外部学术绩效评价同大学内部行政科层权力扩张

“共振”，外部的学术治理价值与目标通过显性的学

术绩效评估机制实现。

三、欧洲大学学术治理的结构变革

为更灵活、有效地回应多重学术治理环境的要

求与挑战，欧洲大学学术治理结构或主动或被动地

作出调整。从大学学术治理的外部公共政策结构到

大学学术治理的内部组织结构再到复杂行动者的微

观治理行为，反映了欧洲大学“自上而下”的学术治

理结构变革趋向。

(一)政策驱动：政府解制与放权，条件性财政

资助

大学外部学术治理结构的核心在于厘定政策评

估、监督、绩效、调控和大学学术自主之间的权力关

系及其制度设计。联邦制体制下，以德国为代表的

洪堡大学治理模式强调以各州政府为中心，州政府

在高等教育事业中承担主要权责。16个州的教育与

文化部主要负责各州大学，中央联邦教育与研究部

则主要负责大学法律均等性以及对学生的公平

性。 [34]同时，大学具有政府规制和学术寡头的双重

组织属性，[35]洪堡高等教育改革理念下形成的现代

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在政府限制条件下获得重要自

主权，[36]大学能够自主开展学术研究、发展科学和知

识，同时也接受政府直接或间接调控。随着德国高

等教育大众化深入、“两德”统一以及政府财政危机，

政府已无力负担大学财政支出，大学运行效率和有

效性不得不经受公共和政治拷问。20世纪 90年代

起，以新公共管理理念和技术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改

革显现出相对“保守”的特点：一则，引入市场或准市

场机制，强化生源、大学声誉等诸多资源调配竞争，

转变政府规制式模式。政府解制增强了大学自主权

力，由紧密的科层控制模式转变为借助财政工具的

间接远程调控模式，大学更为自主、灵活地管理和使

用资源。二则，发挥绩效评估和质量保障机制的作

用。各州政府通过不同形式的内外质量评估机制，

将传统的线性财政资助模式转变为总额资助模式，

州政府财政部同各个大学谈判，大学获得的资助取

决于目标绩效的实现情况。同理，在教学领域引入

质量保障机制，通过内部学生满意度调查评估和外

部项目认证等保障教学和研究质量。[37]

新公共管理改革前，法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呈

现高度集权化的特色，政府集权管理教职招聘、项目

和财政预算等。随着新公共管理改革引入法国公共

行政体系，在政府主导之下高等教育体系陆续改革：

其一，引入企业契约管理模式，政府转变对大学的固

定财政资助战略，逐渐形成评估型政府 (evaluative
state)。政府同大学签订周期为 4年的契约，以契约

规制政府和大学的关系。一方面，政府以契约引导

大学发展而非以详细政策直接引导或调控大学；另

一方面，大学按照契约要求实现既定目标，依据目标

实现情况和政府发展需要，大学同政府协商、讨论年

度财政资助规模。其二，2006年后通过“研究与创新

法”(law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由新的机构代理

实施教育部负责的部分事务，借助绩效评估工具远

程监控大学，政府间接形成集权化制度。成立法国

国家研究部(The French National Research Agency，简
称ANR)管理教育部和其他国家科研机构运行经费，

选择性资助有声誉、有潜能的研究项目。由法国科

研与高等教育评估署(Agence d' Evaluation de la Re⁃
cherche et de l' Enseignement Supérieur，简称AERES)
负责大学和研究机构、教学项目等评估并将评估结

果与财政资源调配挂钩，确立正式、集中和标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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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评估体系。“评估”模型引入公共政策目

标实现机制，不仅注重以市场竞争、市场化等工具

调节政府、市场、社会和大学关系，强调公共服务

价值和理念，维护大学公共服务供给者的学术地

位和角色。[38]

(二)组织回应：学术权力式微，行政科层集权

强化

随着欧洲大学学术治理公共政策环境转向注重

市场工具、间接调控与绩效评估，强调大学学术决策

的反应速度、效率与有效性。公共行政政策以更为

隐秘的途径“楔入”高校内部学术治理结构，间接强

化并驱动了大学内部行政权力及其集权倾向。优化

大学内部学术治理结构的核心在于平衡以学术治理

组织为代表的学术权力和行政科层组织为代表的行

政权力之间的权力关系，调和同僚管治与行政科层

学术治理模式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学术治理组织在学术性事务上主要参与审批学

术政策、确立学术研究方向，在行政事务上主要参与

大学资金筹集、大学未来发展目标、战略研究方向、

大学财政预算分配、问责大学高级行政管理者、游说

政府政策等。学术治理组织基于政治博弈的妥协、

协商和联盟形成等技术，因而被视为利益表达、大学

决策与目标设定的重要组织载体。一方面，学术治

理组织显现出无效、代表性不足、无竞争力，不能正

常发挥功能、不愿作重要决策、[39]反应缓慢；[40]另一方

面，学术治理组织也是规制大学内部行政集权、维护

教师参与学术治理的有效途径。专业科层制和行政

科层制两种治理结构模式的主要冲突集聚于学术治

理组织——学术委员会(academic committees)，学术

评议会(academic senate)、学术委员会成为大学学术

治理的组织“代名词”。[41]

理性的政府将大学运行的细节交给了行政管理

者和董事会，[42]随着财政资助模式转向条件性资助，

大学内部组织管理模式偏向于目标导向的资源配置

模式，以理性目标为导向的少数战略管理组织成为

上承下达的“中介”——对上向董事会负责，对下联

系大学日常学术组织，选择性的财政资助模式强化

了行政集权效应。权力的天平逐渐偏向了内部行政

管理组织，管理主义价值导向下的行政科层权威和

影响力扩大。为更为灵活、有效地同多元复杂的公

共政策、市场、社会需求对接，形成大学董事会(gov⁃
erning boards)制度。董事会作为挪威大学与大学学

院的最高权力机构，主要负责维持高水准的学术活

动，确保大学有效运行且同法律、规则与条款等保持

一致，并在公共权力结构限定范围与目标内运

行。[43]德国各州大学自20世纪末陆续引入董事会制

度，部分州内董事会仅拥有建议权，而绝大多数大学

董事会在管理者任命、监督管理者、财政预算控制、

战略计划确立、批准盈利性活动、教职人员招募事务

上拥有决策权。因董事会尝试代表专业学者的利益

并且“插手”有争议的潜在问题，董事会与学术委员

会的矛盾随之产生，[44]传统学术组织的无序结构也

转向了管理主义导向的治理结构或以市场为导向

的企业治理结构，大学内部的院长、校长拥有更多

决策权力，在评议会或者教师委员会大多数不出席

的情况下，仍有权力决定很多问题，[45]荷兰、丹麦大

学学术评议会或学术委员会的角色由决策者转变

为建议者。[46]

(三)行为调控：专业承诺弱化，工具理性监督

凸显

大学由不同目标的多元组织行动者个体联系于

具有流动性和模糊的权力关系中，形成复杂组织，[47]

复杂性组织内经历高专业训练的具有较高自主权威

的个体存在冲突。不同于市场规制与监控，知识密

集型大学内部多元复杂的学术价值冲突的特殊性决

定了其复杂性，大学内部集体行动的专业价值与规

范和基于集权与专业化的现代组织合作治理价值相

冲突。为提升教职学术产出数量或质量，公共问责

的动力实际驱动了大学绩效管理与评估标准的形成

与更新，而统一化、标准化的外显绩效评估与结果控

制实质制约或转变了大学内部教职与行政管理者的

行为。在外部“类市场化”公共政策的驱动和大学组

织理性治理结构的作用下，大学内部内嵌多元复杂

的价值规范与标准的自发集体协作行动模式被组织

化的紧密协作与控制合作模式替代。因此，欧洲大

学学术治理自发集体行动逻辑同组织化的合作逻辑

的冲突与矛盾折射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治理绩效

管理价值规范差异。前者注重教职内在专业信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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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忠诚，后者突出以工具理性价值为导向的绩效、

监督工具激励与惩戒行动者个体行为。

同僚管治模式下的专业学术承诺惯性，即促进

有利于更多学术产出的学科发展价值与意愿，[48]转

向管理主义导向下的企业逻辑和专业管理者作

用。 [49]实质上，绩效管理与质量评估使大学组织承

诺与个体专业承诺陷入矛盾。一方面，注重质量绩

效管理导向下的工具化、理性化的量化绩效评估。

通过外化于专业学者的绩效评估标准，对比理想化

的预期结果设定与目标的匹配程度，以学科排名、

学术论文发表数量、获得的基金项目资助数量与额

度、指导培养学生数量等细化的指标体系协调、调

控教职行为，行政管理者审计与评估专业学者的学

术产出与质量及绩效目标达成情况。另一方面，绩

效评估管理工具分化专业学术共同体，加剧专业学

术共同体对行政管理者的不信任。为了尽快实现

既定绩效目标，量化的绩效评估工具成为教职职称

晋升与个人报酬获得的重要参考评价基础，[50]教职

疲于获得职业晋升发展空间与教职机会，达到行政

管理者主导的绩效评估标准，教职之间的激烈绩效

比较与竞争使专业学术共同体束缚于各种评估指

标与竞争性条件，而较少有时间和精力参与学术

治理。

四、欧洲大学学术治理结构的变革逻辑

制度逻辑为特定场域提供组织原则，逻辑是重

要的理论建构，有助于解释特定场域内共同目标与

单元的意义联系。[51]欧洲大学学术治理结构的系统

性变革内嵌着由正式的科层结构与非正式的专业价

值与认知结构互动的多重制度逻辑(参见图 1)，彼此

耦合、互动、协调与平衡的程度制约了学术治理的效

率、有效性与质量。前者凸显从全球宏观知识经济

竞争到中观公共政策规制再到微观组织绩效评估，

形成“自上而下”的行政科层管控逻辑；后者强调多

元行动者个体互动形成的价值规范与意义建构对学

术治理结构的反馈与评价逻辑。实质上，提升大学

学术治理绩效的核心在于实现工具理性导向的治理

结构同非正式的学术价值与认知的“同向共振”，学

术治理实践潜在的脱耦张力推动了治理结构的调整

与优化。

(一)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理性政策规制

欧洲大学学术治理改革离不开政府参与。在助

推大学学术治理结构优化、转型进程中，政府始终是

高校学术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在政府由传统的直

接行政管控转向间接的“远程调控”过程中，政府及

其具象化的公共政策实质发挥着主导作用，传统的

科层调控理念与技术演化出了新的科层调控工具。

图1 欧洲大学学术治理结构的变革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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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欧洲大学学术治理结构变革在形式上或程序

上弱化了政府的直接管控，实质上却并未弱化或避

开政府，而是让政府更为灵敏、有效和隐蔽地间接调

控大学学术决策偏好。政府规制的影子与机制仍旧

存在，政府主导并推动了大学学术治理改革，转变了

调控大学的正式制度及其治理结构。

从组织“结构—功能主义”来看，治理结构的优

化有助于提升组织运行效率。通过调整大学内部正

式的权责、规则、程序与决策结构，达到提升学术治

理效率、有效性的目标。随着新自由主义理念下的

新公共管理改革扩散，为了更有效地满足多元复杂

的社会市场需求以及提升大学在全球知识经济中的

竞争力，通过解制放权、赋予大学自主权的同时引入

绩效评估与问责机制，欧洲国家(地区)的公共政策或

多或少地转变了由政府直接调控大学的传统惯性。

随着引入更具灵活性的“类市场”政策，“府学”关系

转向以工具理性价值为主导。外部公共行政的效

率、有效性目标与价值通过“府学”关系的调整楔入

大学内部并同行政科层“同向共振”，在间接调控与

内外绩效评估制度复合作用下，转变了大学内部治

理结构。行政管理者成为公共行政政策实现的“代

言人”与监督者，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逐渐偏向行政

权力，少数中、高层行政管理者集聚组织权力，学术

治理组织的学术权力弱化。

(二)行动者坚守的“自下而上”的意义传递

相信调整结构的规则与规制能带来成功的信念

是危险的，[52]因为大学治理的有效性和行动者的期

待、治理过程与治理结果相关，除去注重线性权责、

决策组织权责设计等正式治理结构与程序变革，微

观行动者互动的复杂意义建构过程成为欧洲大学学

术治理改革提升大学学术治理绩效的另一重要路径，

因而以治理结构为主导的对学术治理绩效与有效性

阐释的理论解释力不足逐步凸显。不同于结构—功

能主义的理论作用逻辑，文化建构主义理论下的大

学学术治理价值导向强调领导关系、价值规范、人际

互动、意义建构、组织文化等非正式结构对治理效

率、有效性的潜在作用。实现大学学术治理的有效

性、效率等价值目标，既应注重治理结构，也要注重

大学组织文化与非正式政治过程，[53]过于强调完善

理性治理结构实现预期目标并不完全有效。

欧洲大学长期形成的同僚管治传统注重学术自

主、共识达成、民主讨论与协商，围绕课程设置、大学

发展目标等纯学术事务或混合性事务，教职在学术

咨询、学术监督与学术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大学教职对专业学术技能、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认同

与忠诚度远胜于对大学正式组织的认同与忠诚

度，[54]偏向于主题阐释、考虑长期影响、坚持传统的

教职文化不同于注重有效性、决断、权变的行政科层

文化。[55]教职对正式的学术治理程序与制度的认知

需要经过内化而稳定的学术治理文化与价值的解

构，教职对专业学科、学术共同体的认同程度高于对

科层组织的认同。因此，教职、行政管理者等微观行

动者个体内化的复杂意义建构与意义解读过程，实

则制约着行动者个体对工具理性导向的绩效评估、

问责与质量保障政策的行为反应，消解了治理结构

的预期效用与实际治理绩效。

(三)互动失耦的潜在张力助推结构性调整

大学学术治理实践并非单独存在，不可能独立

于制度环境作用之外，而是嵌于由众多组织彼此作

用形成的相互支持、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网络中，形

成抽象意义上的“组织场域”。跨越社会的各种制度

或某一社会中的制度为组织场域提供了更大的环境

背景，在相应组织场域中更为具体的制度形式能够

存在与运行，而相对具体的制度场域与制度形式成

为更为具体的组织和各种集体行动者作用的环境，

更为具体的组织和集体行动者又成为次群体与微观

个体行动者的环境。从宏观国际知识经济竞争制度

环境到中观政府公共政策调整再到微观大学组织结

构的系统变革，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理性规制与“自

下而上”意义建构双向“制度流”(institution flows)，彼
此共同作用驱动了大学学术治理结构变革，即：一方

面，从整体的制度环境至组织场域再到微观组织环

境，形成“从上至下”的“制度流”。另一方面，组织能

动的反作用于制度环境。底层微观组织行动者个体

通过选择性的关注、顺从、执行、抵抗、理解、角色与

身份建构等多种途径不断建构或改变制度环境，形

成“自下而上”的“制度流”。当刚性的学术治理结构

同柔性的意义建构过程不匹配或不一致时，上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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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失耦的潜在冲突或矛盾也随之产生，学术治理结

构也需要转向再平衡与优化过程。

一方面，以竞争、绩效评估、质量保障等实现工

具理性价值。从全球宏观的知识经济竞争制度环境

经中观的高等教育“类市场化”公共政策的中介调整

作用后，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政策作用于大

学组织内部的行政管理者、教职、外部利益相关主体

等个体行动者，实现调整、塑造、改变个体行为模式

的理性目标。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知识经济市场化竞

争中，政府意识到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学对提升综

合国力的重要地位，而国际化与全球化则将高等教

育公共组织的改革理念与实践扩散至全球。随着传

统的行政管控转向借助条件性财政资助、绩效评估

与问责等“类市场化”远程调控，政府角色由公共物

品的供给者转向为准公共物品的调控者与监督者，

大学内部的行政科层结构回应同外部的多重环境

“同向共振”。另一方面，同僚管治的传统价值与理

念和行政科层管控的理性价值相矛盾。工具理性主

导的绩效评估、质量保障等结果导向挤占、侵蚀了学

术自主、平等协商、共识达成的惯性，既激起了学术

共同体内部的竞争与不信任，同时也弱化了大学学

术权力。多元行动者主体学术治理参与并不单纯为

了学术创新与学术卓越，而是在外部理性评估与考

核标准的激励/惩戒机制的鞭策下，为了实现既定目

标、得到相应的绩效激励和获得更多的财政资助。

五、结语

综上，欧洲大学学术治理结构受公共部门改革

的影响深远，学术治理结构变革仅仅只是其中一部

分，相应的变革内容与时间节点不同。整体上，欧洲

大学学术治理结构变革内嵌着“自上而下”的理性规

制与“自下而上”的意义传递双重逻辑，彼此耦合程

度制约大学学术治理的效率、有效性与质量。工具

理性导向下的学术治理结构调整和非正式的学术治

理价值与认知的潜在冲突推动了学术治理变革，两

者的价值冲突体现于效率与合法性之争。优化学术

治理结构提升学术治理效能本质是实现效率、有效

性工具理性而非追求学术卓越、学术创新的价值理

性，结构导向下的学术治理改革并非提升治理效能

的最优路径。实质上并不存在完美的学术治理体系

或治理模式，应摆脱结构主义主导的理论桎梏，探究

学术治理中治理结构、治理过程、文化认知与学术治

理绩效的复杂关系，聚焦多元学术治理模式的互动

机制，才能更好地完善大学学术治理制度并提升学

术治理效能。

注释：

①本研究着重关注同僚管治与行政科层管控主导模式，

国外学界还存在以维克多·鲍德里奇(Victor Baldridge)、肯尼

斯·莫提摩(Mortimer)和麦克康奈尔(McConnell)等为代表提出

的政治模式(Political Model)，以及以罗伯特·伯恩鲍姆(Robert
Birnbaum)为代表提出的控制论模式(cybernet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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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Changes and Institutional Logistics on European University
Academic Governance Reform

Yu Lichuan
Abstract：Two basically structural, collegial governance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are nested in university aca⁃

demic governance, in which different values orient, power resource and functional logistics lay a foundation of mutual
conflicts and tension. Under the new tri-level environment of macro-international, meso-policy and micro-organiza⁃
tion, European university academic governance structure under experienced system transformed—state deregul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finance conditionally, academic authority weak while administrative power strong, professional
loyalty scant and tool rational monitoring impulse. The sense deliver and its potential de-coupled conflicts between
"top-down" and "bottom-up" push the process of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modification and also limit the European
university academic governance effect ness or efficiency.

Key words：European university; academic governanc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stitutional log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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